
 

 

政府脱贫目标与农户行为选择偏差
—理论与产业扶贫项目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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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扶贫工作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质，在 2020 年实现脱贫的强约束下，政府扶贫

政策快速推进所产生的结果与扶贫政策制定的初衷是否一致呢？文章将脱贫目标下的政府干预纳

入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行为选择分析框架，理论和实证的结果均显示，部分农户退出产业扶贫

项目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实证结果表明：（1）如果作物选种利用了内部边际土地，则

有利于提高当地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强度，这为自然禀赋条件缺乏的地区发展农业产业化提供了

参考路径；（2）禀赋较差的农户被动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可能面临较大的收入风险，因为产业扶贫项

目的高风险给贫困户带来的效用损失降低了他们对致富项目的预期评价，贫困户因抗风险能力低

而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预期收入的传统经营；（3）政府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租

金以及劳动报酬变化的敏感性。在脱贫时间节点逼近的约束下，政府直接干预产业扶贫项目中的生

产环节，可能会使良好的扶贫意愿与农户的行为选择产生偏差；而对贫困深度不同的地区制定差别

化的脱贫考核标准，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才是扶贫绩效的帕累托改进。因此，政府在扶贫领域的

干预是有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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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全球知名的贫困行动实验室 J-PAL 在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 18 个国家和地区后指出，农户

们是精明的经济家（Banerjee 和 Duflo，2012）。基于该推论，似乎从理性人的假设难以理解穷人在扶

贫项目中的退出行为。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在 2017 年

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的“省级样板”。在此模式中，贫困户在享有保底收入

（土地股份的年租金）的基础上获取农业产业化的浮动收益。农户几乎处于零风险状态（王永平

和周丕东，2018）。然而，根据调研发现，不同地区产业扶贫项目的参与率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有

的地区农户参与意愿高，而部分地区农户则要求退出项目，改种原来的传统农作物。有良好意图

的产业扶贫项目，为何在现实中会出现“退出”现象？如果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意愿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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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权衡收益风险的投资决策，为什么不同的地区、不同人群的投资决策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呢？

学界就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干预行为的动因以及干预的方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邢成举

（2016）指出，在 2020 年实现全面脱贫的考核约束下①，各个省份都在扶贫领域展开了与时间的赛

跑。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关键要素，土地集中规模化经营可以降低耕地零分碎割带来的效率

损失（Wan 和 Cheng，2001；苏旭霞和王秀清，2002）。因此，农地流转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降低劳

动成本（陈欣欣等，2000）。然而，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等各种资

源对资本和农民进行双重动员的结果（曾红萍，2015）。土地流转后规模效应的实现主要适用于

平原地区，而样本地区是典型的山多地少的喀斯特地貌，即使强制提高土地流转率也可能难以

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现有文献尚未深入讨论在缺乏农地规模经营比较优势的地区，政府在

产业扶贫项目中的干预是否会带来效率损失？产业扶贫政策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否存在边界？

已有学者从风险溢价带来的额外成本将削弱风险投资项目的吸引力来阐述低收入群体对

投资项目的决策（Matsuyama，2005；邹薇和郑浩，2014）。Banerjee 和 Duflo（2012）对全球贫困人口

最集中的 18 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也支持类似观点，因为投资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削减更多的消

费。上述研究主要讨论穷人在教育和信贷投资决策中的行为选择。那么，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

中的投资决策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推论呢？产业扶贫项目中的风险收益如何影响农户的行为决

策？禀赋不同的农户投资决策有何差异？

关于政府干预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表明二者存在负向关系。传统的观

点认为分成租佃导致无效率的资源配置（Marshell，1956；Rogegen，1960）。张五常（1969）证明了政

治家们通过降低分成租佃合约中的地主分成率以“保护”佃农的意图是难以实现的。政府在土

地市场上的强制干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 60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Lin（1990）曾指

出，后期农户与公社间转变成了一次性博弈，进而造成农户的机会主义与 1959−1961 年的农业

危机。更多研究表明，农户非自愿形成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产生了新的收入分配问题（王德福和桂

华，2011；诸培新等，2017）。田先红和陈玲（2013）指出，基层政治精英和大户往往从规模流转中受

益，而部分纯农户却因为土地转出而收入状况变差。焦长权和周飞舟（2016）发现，政府推动下的

资本下乡，乡村干部和企业是最大受益者。已有文献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会降低农业产出并产

生新的收入分配问题，但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对产业扶贫项目参与率的强制干预是否会造成要素

市场价格机制的失灵。

在 2020 年实现全面脱贫的考核约束下，产业扶贫项目的参与率成为了地方政府政治生态

效用函数的关键变量。在短期之内难以改变地方政府追求脱贫绩效以及脱贫时间节点逼近的约

束下，次优的选择可能是讨论政府主导的方式和强度。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给出政府

在产业扶贫政策中的干预边界。从理论上揭示并通过经验数据证明，致力于降低产业扶贫项目

中交易成本的政策是扶贫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厘清脱贫目标约束下政府干预对农户在产

业扶贫项目中出现退出行为的影响机制。第三，关注了脱贫目标约束下政府干预产业扶贫项目

参与率所产生的代价。认为政府的强制干预可能会降低农户对要素报酬变化的敏感程度。

二、制度背景与概念界定

政府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决策决定了经济活动中不同主体行为选择的激励结构。

（一）扶贫历程与“三变”改革的产生。纵观我国的扶贫历程，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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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纲要提出到 2020 年，要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

障”，并提出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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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推动阶段和国家专项政策资金的投入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减贫效应主要发生

在自然条件好的东部地区，减贫的效果存在地域性（周敏慧和陶然，2016）。之后则是不断增加专

项扶贫资金的阶段（包括专项扶贫贷款、以工代赈和财政发展资金三个部分）。然而，贫困人口持

续减少的同时，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我国扶贫方式经历了由基础设施建设向发展机会

创造的转变，由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向以自我规划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机制转变（贾俊

雪等，2017）。基于此，将贫困户的生产活动纳入到当地产业体系，旨在提高贫困人口生产经营资

金的可获取性、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的政策成为了主导（汪三贵和胡联，2014；李志平，2017）。

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其实质是以产权股份化为核心的农村

经营制度创新。“三变”的脱贫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的经营绩效，因地制宜的产

业项目往往具有较好的经营收益，能提高农户参与产业项目的意愿，从而强化三变的股权经营

形式。以六盘水地区①“三变”脱贫致富典型−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园区为例，有为政

府的参与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内生了最早的三变经营模式，即在娘娘山舍烹村先行

致富的示范带领下，带动周边 10 个村共 21 800 亩土地入股到合作社，1 300 余户农民变成了股东。

（二）内生性诱导作用转变为外生性强制变迁。在政府的脱贫绩效考核压力以及 2020 脱贫

时间节点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将内生性的“三变”改革逐渐转变为行政力量推行的外生性制度变

迁。政府的干预主要体现在生产环节的直接干预，即外生力量组建村级合作社引导土地入社和

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覆盖。原本“自下而上”产生的三变改革创新逐渐变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

下”的工作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认为“三变”是脱贫致富的必要条件，而“三变”的核心是土

地股份化，因此引导农户将土地入股合作社成为地方政府推进“三变”改革的工作重点。2016 年

6 至 7 月，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组建“一村一社”（“村级合作社”），仅 2 个月时间，27 个乡

镇注册了 506 家村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入社率 100%②。在依靠市场力量调整作物种植结

构面临高昂谈判成本以及扶贫绩效的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选择直接干预产业项目的生产环

节，包括作物选种以及面积规划。

（三）关于政府在产业扶贫项目中干预的界定。就政府是否干预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

的界定如下：农户实际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入股土地面积是否大于农户意愿入股的土地面积。

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认为存在干预。“政府干预”在模型中的作用机制将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

方面传导。直接刻画是从本文对“政府干预”的概念界定出发，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完成；而间

接刻画则是从“政府干预”可能对要素市场价格变量产生的作用机制来考虑，要素价格变量在模

型中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对要素报酬变化的敏感性。

三、理论模型

（一）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强度的理论模型。由于政府对农户是否尽其全部农地参与扶贫

项目的监督成本极高，而且监督成本会随着参与农户户数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农户在政府制定

的产业扶贫的总体框架下依然可以根据相对价格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农地利用决策。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强度的选择依然遵循边际收益等于边际

成本的原则。首先，分析农户不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所获得的收益情况：

ysel f = Msel f (E)+εsel f （1）

金    媛、王世尧：政府脱贫目标与农户行为选择偏差

① 该地区喀斯特地貌突出、耕地破碎、生态脆弱，石漠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2%。

② 资料来源于《盘州市村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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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sel f

其中，yself 代表农户不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调整自己的生产决策获得的收益，是

价格向量（E）的函数（价格向量由相关农产品价格与资本、劳动等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分量组

成）， 代表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作用。

εrent

下面我们分析农户选择流出土地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所获得的收益情况。农户选择参与产

业扶贫项目的收益包括地租收益（包括分红收益）rent 和进行农业产业化生产所获得的工资收

益 I。 为影响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作用。故农户将其全部农地流出

获得的收益表示如下：

yrent = Mrent (rent+ I)+εrent （2）

rent (X1,X2)

R = p×MP

rentX1
> 0 rentX2

> 0

地租收益 rent 会受到产业扶贫项目选种作物特征因素的影响，可表示为函数 。在

自愿交易的土地市场，根据 可知，影响边际产量 MP 可知的因素也会影响边际收益，也

即影响地租收益。X1 表示作物种植密度的变化，产业扶贫项目选种作物通常会改变土地的种植

面积（crop area），从而提高作物边际产量，增加地租收益；X2 表示作物的边际土地属性。张五常

（1969）在其著作《佃农理论》里将内部边际土地定义为在自由市场上很少会被利用，零碎而质量

较低的土地，主要是坡地以及水土流失严重的土地。香茅草是台湾租金管制期间边际土地选种

的主要作物。种植香茅草这一部分土地，生产效率大幅提高（Cheung，1969）。对于当地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地区，大部分的耕地都是坡地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土地，种植传统作物（比如水稻、小麦

等）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刺梨”①这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作物恰好适宜在这一类型土地生长，符合

内部边际土地作物这一属性。相比于之前的抛荒，土地边际产量大幅提升，地租收益提高。据

此，可以假定 ， 。

I 表示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项目生产所领取的工资收益。这部分收益与作物选种的生长特

性有关。种植难度越大、需要管护细节越多的作物，合约规定农户获得的工资收益就越高。

对农户而言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将多大比重土地流出给合作社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是其理

性选择的最终结果。因此，流出土地占其承包地的比重 r 可以衡量农户选择参与产业扶贫项目

的强度，其获得的土地收益如下：

y = ryrent + (1− r)ysel f （3）

将式（1）和（2）代入式（3），可得到以 r 比例土地参与扶贫项目的农户总收益为：

y = Msel f (E)+εsel f + r
[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
（4）

如果一个农户将其所有土地用于自给自足，即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时，其农业经营

收入 yself 变化较小，因为可以凭多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种植经验对抗收入波动的风险，从而保证农

业经营收入的稳定。而对于将土地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给合作社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人群，产

业扶贫项目往往能带来较大的规模效应，且选种的作物比传统种植作物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样本地区选种核桃、软籽石榴、油用牡丹等附加值较高的作物），但同时也面临收益变动的风

险。风险一方面来自大规模的种植高附加值农产品，致使农产品供给陡然激增，价格大幅度下

滑；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市场价格波动信息的处理能力较弱，加上农产品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致使

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向发散型蛛网逼近。

V (rent, I,Z,Time)如果将全部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农户的收益变化函数为 ，

其中 Z 为家庭特征变量的函数（包括家庭成员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而 Time 表示

产业扶贫项目中选种作物的成熟周期。不同地区作物选种的差异以及作物成熟期的长短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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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的变动。作物选种的成熟期越长，参与项目的收益不确定性越大。因此，对于流出土地

比例为 r 的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收益变动（风险）可表示为：

v = r2V (rent, I,Z,Time) （5）
此处为了数学处理过程的方便，同时又不影响模型的解释能力，设农户有如下效用函数：

U = y−C (v) = y−C (r,rent, I,Z,Time) （6）

C (v) C (v)

Cr > 0

Crr > 0

Crz < 0

CrT ime > 0

C (r = 0, |rent, I,Z,Time) = 0

为效用损失函数。v 表示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所带来的收益变动（风险），而 则是该风

险所产生的效用损失。这里假设 ，表示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土地比例越高，农户的效用损失

越大，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变动所带来的负效用就越大。同时，假设 ，即边际效用损失递增。

经济含义是随着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土地比例的提高，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变动所带来的负效

用边际递增。假设 ，表示家庭禀赋特征较高的农户对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效用损失边际影

响为负。即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非农收入在家庭收入占据主导的农户家庭，对参与产

业扶贫项目所产生的收益变动具有较强的风险对冲能力。同样地，作物成熟周期对参与项目产

生收益变动的边际影响为正， 表示作物成熟期越长，收益波动越大，效用损失的变动越

大。最后，假设 ，其经济含义是当农户拒绝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时，产业

扶贫项目收益变动所产生的风险对于这部分农户所产生的效用损失可看作是 0。

根据上述分析，可将问题描述为农户效用最大化目标下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强度的决策问

题，由此我们得到：

Max0⩽r⩽1U
(
r,E, εsel f , εrent,rent, I,Z

)
=Msel f (E)+εsel f + r[Mrent (rent+ I)
−Msel f (E)+εrent −εsel f ]−C (r,rent, I,Z,Time)

（7）

基于农户个体效用极大化的理性假定，最优化的一阶必要条件为：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Cr = 0 （8）

Urr = −Crr Crr > 0效用极大化的二阶充分条件由 ，且 保证。

这样，根据隐函数定理由式（8）内生出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强度的最优化函数：

r = r
(
rent, I,E, εrent −εsel f ,Z,Time

)
（9）

F (. . . . . .)根据式（8），构造辅助函数 =0，由此推出：

F (.) =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Cr = 0 （10）

以下，我们将推导相关因素对农户参与项目强度的影响作用，并形成对应的研究假说。

∂r
∂rent

= −Frent

Fr

= −∂Mrent (rent+ I)/∂rent−Crrent

Fr

= −∂Mrent (rent+ I)/∂rent−Crrent

−Crr

（11）

Crr > 0 ∂Mrent (rent+ I)/∂rent <Crrent

∂r/∂rent < 0

∂Mrent (rent+ I)/

∂rent >Crrent ∂r/∂rent > 0

由 于 ， 所 以 式 （ 1 1 ） 的 大 小 取 决 于 分 子 的 大 小 。 当 时 ，

。经济含义是当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边际收益小于扶贫项目收益变动产生的效用损

失时，即使提高参与项目的地租报酬，农户参与项目的强度仍然会受到抑制。当

时， ，则当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边际收益大于收益变动的效用损失时，随

着租金的提高，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强度会提升。

rent (X)

rentX1
> 0 rentX2

> 0 MX1
> 0 MX2

> 0

由于 是复合函数，其大小与产业扶贫项目作物选种后种植密度（X1）以及作物利用内

部边际土地属性（X2）有关。且已知 ， ，则 ， 。即当作物选种种植密

度越高、内部边际土地利用越充分的项目，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边际收益就越高，农户参与项目

的强度会增加。

假说 1：在既定的外部经济环境、非农就业机会与农户家庭禀赋条件下，租金的高低对农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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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扶贫项目强度的影响取决于租金的变化如何影响农户的风险收益结构。种植密度越高、内部边

际土地利用越充分的作物选种，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边际收益越高，农户参与项目的强度会增加。

推论 1：当租金的提高并没有增强农户参与扶贫项目的强度时，说明政府的干预可能降低了

农户对土地租金变化的敏感性。
∂r
∂I
= −FI

Fr

= −∂Mrent (rent+ I)/∂I−CrI

Fr

= −∂Mrent (rent+ I)/∂I−CrI

−Crr

同理， 。工资收入 I 对参与产业

扶贫项目强度的影响与地租变量的影响类似。只有当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边际收益大于收益变

动产生的效用损失时，工资收入的提高对农户参与项目的强度有积极影响。

∂r/∂Time = −FTime/Fr = −(−CrT ime)/−Crr CrT ime > 0 Crr > 0 ∂r/∂Time < 0由于 ，已知 ， ，因此 。即选种

作物的成熟期越长，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收益变动越大，项目参与的负效用越大，参与项目的强

度越小。因此，对于作物生长周期较长的项目，复杂的管护环节对农户具有收入效应，但工资收

入可得性的风险会降低农户参与项目的强度。

假说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对农户参与项目强度的影响取决于工资的变化如何

影响农户的风险收益结构。作物生长周期越长的项目，工资提高的收入效应越可能被收益波动

的负效应抵消。

推论 2：当工资的提高没有增强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强度时，说明政府的干预可能降低

了农户对工资变化的敏感性。

∂r/∂Z = −FZ/Fr = −(−CrZ)/−Crr Crz < 0 Crr > 0 ∂r/∂Z > 0最后， ，已知 ， ，因此 ，即人力资本越高、社

会资源越丰富的家庭、非农就业机会越充分，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参与产业扶贫项目

收益变动的风险对冲能力越强，项目收益变动产生的负效用越小，参与项目的强度越大。

假说 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条件较好的农户，由于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较低，对产业扶

贫项目收益变动的抗风险能力较强，参与项目的强度也更大。

推论 3：禀赋条件较差的农户被动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可能会产生新的收入分配问题。

（二）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概率的理论模型。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即农户将土地流转给

合作社，意味着 r>0，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强度大于 0 需要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在农户参

与扶贫项目的比例 r=0 的无限小的局部，边际净效用大于 0。

∂U/∂r|r=0 > 0 （12）
根据式（8），式（12）可转化为

∂U/∂r|r=0 =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Cr > 0 （13）

因此，农户是否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用 N 来表示：

N =
{

1,若∂U/∂r > 0表示参与
0,若∂U/∂r < 0表示不参与

（14）

因此，参与的概率可表示为：

Prob =ProbN = 1 = P
∂U
∂r
> 0 = P

(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Cr > 0

)
=P
(
Cr −Mrent (rent+ I)+Msel f (E) < εrent −εsel f

) （15）

Cr 是各个分量的线性函数，即：

Cr = α0rent+α1I+α2Z+α3Time （16）
类似地，

Mrent (rent+ I)−Msel f (E) = β0rent+β1I+β2E （17）

α0 α1 · · · · · · β β1 · · · · · ·、 ， 、 表示各个分量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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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2

εrent −εsel f = ε ∼ N (µ,σ2)

假设单个农户参与扶贫项目与否的不可测量因素之差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 的标准正态

分布，即 ，则式（15）可以表示为：

Prob =Prob (N = 1) = P (ε > (α0−β0)rent+ (α1−β1) I+α2Z+α3Time−β2E)
=P
[
ε > k0rent+ k1I+α2Z+α3Time−β2E

]
=1−P

[
ε ⩽ k0rent+ k1I+α2Z+α3Time−β2E

]
=1−F (k0rent+ k1I+α2Z+α3Time−β2E)

（18）

k0rent+ k1I+α2Z+α3Time−β2E

ε

式（18）表明，农户参与扶贫项目的概率是由 的取值决定的。

假定不可观测的因素 服从正态分布，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农户参与扶贫项目概率的影响方向与

影响强弱可以通过 Probit 模型来估计。

（三）模型经济含义小结。为更形象地将上述两个模型进行总结，以图 1 表示其经济含义。

r>0 表明农户参与扶贫项目，那么农户参与扶贫项目的必要条件是参与扶贫项目的总收益大于

收益波动的效用损失，根据式（7）有如下式子成立：

r
[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
>C (r,rent, I,Z,Time) （19）

r∗

r < r∗

r > r∗

存在一个农户参与扶贫项目的最优强度 ，

即当 时，对农户收益的贡献大于收益波动的

效用损失，农户选择增加土地流转的比例；而当

，农户收益的贡献小于收益波动的效用损失，

农户选择减少土地流转的比例，退出项目的可

能性增大。图 1 横轴表示农户参与项目流出土地数

量占其承包地的比重（也是参与扶贫项目的强

度 r），纵坐标表示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总效用。

抛物线表示项目收益波动的效用损失曲线（形

状类似成本曲线），直线表示参与产业扶贫项目[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
C1(r| · · · · · · )
C2(r| · · · · · · )

C1
r (0| · · · · · ·)

C2
r (0| · · · · · ·)[

Mrent (rent+ I)−Msel f (E)+εrent −εsel f

]
C1

r (0| · · · · · ·) C2
r (0| · · · · · ·)

的收益，其斜率是 。 曲线表示家庭禀赋特征较高的

农户参与项目的收益波动所产生的效用损失曲线，而 曲线表示家庭禀赋特征较差的

农户参与项目的收益波动所产生的效用损失曲线。 表示在 r=0 这一点上禀赋特征较

高的农户家庭的边际效用损失， 表示在 r=0 这点上禀赋特征较差农户家庭的边际效

用损失。直线斜率  大于 、 时，表示参与项

目的边际净效用大于 0。

C2 (r| · · · · · ·) r∗

r2∗ < r1∗

家庭禀赋特征较差的农户对收益波动的风险对冲能力较弱，所以效用损失曲线会更陡峭

（图 1 中 所示）。效用损失曲线与参与扶贫项目收益的交点 可看作参与产业扶贫项

目流出土地的“最优比例”。家庭禀赋较差的农户参与项目的土地最优比例小于家庭禀赋特征

好的农户家庭（ ）。因此，政府强制干预禀赋特征较差的贫困户的参与意愿，可能产生新的

收入分配问题，偏离了脱贫的良好意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根据《关于下发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镇名单的通知》（黔扶办通

【2015】15 号）对六盘水市“扶贫开发重点乡镇名单”的列示：六盘水市扶贫开发重点乡镇

68 个，其中一类贫困乡镇 6 个、二类 40 个、三类贫困乡镇 22 个；盘州市扶贫开发贫困村共

615 个，其中贫困级别一类村 370 个、二类村 136 个、三类村 109 个。在不同级别的贫困乡镇中随

0 r2 r1 参与扶贫强度 r

C1（r|……）

C2（r|……）

C1
r（0|……）

C2
r（0|……）

r [Mrent（rent+I）−
Mself（E）+εrent−εself]

效
用 

U

 
图 1    不同禀赋农户参与项目最优化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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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取若干样本村，再根据村干部提供的农户在册名单，每个村随机抽取若干户作为样本。实地

调查了 10 个乡镇、19 个村共 800 户农户，共收回有效问卷 782 份。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参与强度”用参与项目的土地占承包地面积百分比表示；“参与概率”为选

择变量（选择参与项目=1，否则=0）。

2. 解释变量。第一组是衡量政府干预的主要变量；第二组是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是

从产业扶贫项目特征、农户家庭禀赋特征以及村庄特征等因素来考虑。

（1）衡量政府干预的主要变量有 3 个。①农户是否受到政府干预（DUMgoverment），用农户实际参

与产业扶贫项目所流出的土地面积是否大于农户意愿流出的土地面积来衡量，如果前者大于后

者，则该变量取值为 1，表示农户受到干预。②土地租金（Rent），以农户参与项目每年可获得的土

地租金（元/亩）来衡量；③劳动工资（I），用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生产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元）来衡

量。这里以调研当年的年份该农户获得的工资收入计入样本数据。

（2）项目特征变量。①项目是否提高种植密度（DUMdensity），如果该项目的作物选种有利于提

高种植面积，该变量就取 1，否则就取 0；②项目是否利用内部边际土地（DUMmarginal），如果该项目

的作物选种属于利用内部边际土地，该变量就取 1，否则就取 0；③作物成熟期（Time），用作物的

成熟期（年）来衡量项目周期。

（3）家庭禀赋特征控制变量。不同收入的农户抗风险能力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影响农户

对于产业扶贫项目的参与决策。农户受教育程度以及年纪会影响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因此，

将其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基层公职人员在政策实施时，往往需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因而会

提高这部分家庭参与扶贫项目的意愿，所以也将此因素纳入模型，以排除对关键变量的干扰。定

义如下：①非农就业比重（Percent），用非农劳动力成员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表示。②家庭决策者

受教育水平（Edu），用家庭决策者受教育年份表示。③户主年龄（Age）。④家庭决策者是否属于

公职人员（DUMoffice），家庭成员属公职人员，赋值为 1，否则为 0。

（4）村庄控制变量。土地禀赋较高的村庄，农户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可能性较高，参

与产业扶贫项目的意愿也就较强。距离市区较近的村庄，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较低，会影响产

业扶贫项目的平均利润。贫困程度越深的村庄，地方政府受到脱贫绩效考核的压力越大，政府干

预的程度可能越强，因此，需将上述因素纳入模型。定义如下：①人均耕地面积（Perarea），用人均

耕地面积来控制不同村庄间土地禀赋对农户选择的影响；②村庄交通情况（Distance），用到县城

的距离来表示村庄的交通状况；③贫困村级别（DUMpoverty），加入该村庄是否属于一级贫困村来控

制政府扶贫压力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

εrent −εsel f

1. 由理论模型式（16）和式（17）可知，参与项目的收益函数以及参与扶贫项目的效用损失函

数 Cr 是线性的，且无法观察变数 为相同独立的正态分布。因此，Probit 是用于估计二分

选择模型中未知参数的恰当方法。

2. 在最优选择决策模型中，由于被解释变量“参与强度”（农户选择参与项目的土地占承包

地的百分比）是在 0 和 1 之间取值，因此双极限 Tobit 就是估计未知参数最优参与强度方程的恰

当方法。

无论是参与概率还是参与强度都可以表示为项目参与的收益以及收益变动的负效用的函

数。二者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因此，Probit 和 Tobit 模型将被用于估计下列函数：

Y =α1+α2rent+α3I+α4DUMgoverment +β1DUMdensity+β2DUMmarginal+β3Time+γ1Percent
+γ2Edu+γ3DUMo f f ice+γ4Age+δ1Perarea+δ2Distance+δ3DUMpoverty+ε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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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obit 模型中，Y 为参与强度（土地占承包地面积百分比）；在 Probit 模型中，Y 为二分选择

的虚拟变量（单个农户如果参与项目的土地占承包地面积百分比大于 0，则 Y=1，否则=0）。

五、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本研究同时报告了用 OLS 估计方法得到的 LPM 模型的估计结果，

LPM 模型估计出来的结果与 Probit 模型给出的理论预期几乎是一致的，只是由于 LPM 模型本身

的异方差问题而导致其标准误提高了。因此，参与概率的分析主要基于 Probit 模型进行解释。

详见表 1。

1、政府干预对农户参与扶贫项目强度和意愿的影响。

（1）直接作用机制。直接体现政府干预作用的虚拟变量在 4 个回归模型中均表现为显著影

响，证明了产业扶贫项目推行的过程中确实存在政府的干预行为。

（2）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要素价格变量（地租和工资收入）在模型 1 和模型 3 中并

不是农户参与项目和提升参与强度的显著因素，该结果有力验证了推论 1 和推论 2。间接说明政

府的干预可能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租金以及工资变化的敏感性。由于工资的提高意味着作物管护

难度的提升，农户需要权衡放弃其他非农就业机会的收入与加入合作社进行产业种植的收益。

因此，工资收入的提高并不必然提升农户的参与积极性。

（3）影响农户对要素报酬变化敏感程度的因素分析。在模型 2 和模型 4 中分别引入租金与

非农就业比例（Rent_Percent）、租金与家庭决策者年龄（Rent_Age）、劳动工资与作物生长周期

（I_Time）三个交互项后，原本在模型 1 和模型 3 中并不显著的地租和工资两个变量对因变量均

产生了显著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租金的增加并不是吸引农户参与项目的真正原因，而取决

于不同农户对风险收益结构的承受能力。人力资本、社会资源越丰富的家庭承受风险能力越高，

租金的提高对参与强度和参与概率有积极影响。将土地租金与家庭决策者年龄作为交互项引入

方程后发现，土地租金提高的收入效应被农户年龄上升的低抗风险能力抵消。即使工资在提高，

但随着作物生长周期的延长，收入效用被收益波动的负效用抵消，参与强度和参与概率与作物

生长周期呈现负向相关性，假说 2 得到验证。

2、农户禀赋差异对参与扶贫项目强度和意愿的影响。首先，非农劳动力比例对参与强度与

参与概率的影响为正，说明整个家庭依靠非农工作获取收入的稳定性越强，对参与扶贫项目收

益变动的风险对冲能力越强，假说 3 得到验证。其次，家庭决策者年龄与参与强度、参与概率均

呈现负向关系。年纪越大的农户参与项目的意愿越小，随着年龄的增大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因

而需要土地作为未来的生活保障，而一旦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之后，农户对项目收益变动的抗

风险能力就会下降，假说 3 得到验证。再次，家庭特征中，家庭决策者是公职人员对家庭参与产

业扶贫项目的强度与意愿影响为正。公职人员具有更稳定的非农就业形式，对国家政策的信心

更强，参与扶贫项目意愿更强。假说 3 得到验证。

3、项目特征控制变量对农户参与扶贫项目强度和意愿的影响。首先，内部边际土地主要是

原本抛荒、质量较差的坡地，在该土地上选种合适的作物后，农户的地租从原来的负地租转变为

正的地租，农户的参与强度与参与意愿较其他项目更高。该实证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在缺乏农业

产业化区位优势的地区，充分利用内部边际土地是农业产业化脱贫的可行路径。其次，种植成熟

期较长，收益不确定性越大，农户参与意愿和强度越低。再次，种植密度的变化并没有与预期的

推论一致。通过套种虽然可以增加种植面积，但种植成本可能提高。因此，是否提高农户项目参

与的意愿和强度还要取决于种植面积扩大后的总收益与种植成本增加后的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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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庄特征控制变量对农户参与扶贫项目强度和意愿的影响。在村庄控制变量中，村庄交

通条件和村庄土地禀赋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有显著影响的是该村是否属于一级贫困村。村庄的

交通条件和土地禀赋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了村庄间的公路连通已不再是障碍。且当地村庄间的土

地禀赋差异不大，因而对农户的决策影响较小。此外，贫困地区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低，

土地的保障功能越强。理性农户会选择以较小比例土地面积试探性参与项目，甚至退出项目作

为规避风险的措施。因此，政府如果强制这部分群体拿出所有土地参与扶贫项目，可能导致这部

分贫困户面临更大的收入风险。

（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计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从随机分组和选取关键变量的代

理变量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回归结果在表 2 报告。在随机分组中没有引入项目特征与价格变量

之间的交互项，主要是因为收入的高低与农户禀赋的差异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引入交互项的目

的也是为了体现禀赋差异这一因素，故按照收入组分类的稳健性检验中没有引入交互项。

1、不同收入组的计量结果。从表 2 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关键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统

计符号所体现的经济含义与表 1 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是一致的，说明实证分析过程中得到的影

响机制是稳健的。在政府干预的影响中，对于高收入群体，乐于将自己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受到

强制的可能性较小，因而表现出该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体现价格机制的地租和工资变量对高收

入组别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对低收入组没有显著影响。因为低收入群体相比于高收入群体抗风

险能力较低，对土地的保障功能依赖性更强，因而对价格变量的敏感程度较低。非农就业比重没

有对低收入群体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因为低收入群体非农就业比重较低，该变量的数值差异在

不同的农户中差异较小，故没有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为贫困村变量对于高收入组群体

影响不显著，因为收入最高的群体中，不管是在贫困村还是非贫困村，都有较强的参与项目的

意愿。

2、采用代理变量进行的回归结果分析。采用“农户是否清楚自己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后的用

途”来衡量政府干预强度，并对上述模型做进一步估计。部分农户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将土地入股

村级合作社开展什么项目，只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先将土地入股合作社。故将政府干预的代理变

表 1    二分采用的 Probit 估计和参与强度的双极限 Tobit 估计

因变量 参与概率 参与强度 参与概率

方法
Probit Two-limit Tobit LPM（OL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DUMgoverment 0.034**（1.99） 0.019**（2.02） 0.028**（2.26） 0.027**（2.32） 0.006**（2.34）

Rent 0.006（1.03） 0.007（1.05） 0.006（1.51） 0.004（1.47） 0.002（1.27）

I 0.002（0.21） 0.003（0.14） 0.004（0.36） 0.004（0.28） 0.001（0.19）

DUMdensity 0.026（0.88） 0.029（0.86） 0.037（0.27） 0.035（0.22） 0.007（1.02）

DUMmarginal 0.043**（2.04） 0.047**（2.98） 0.061***（3.27） 0.069***（3.58） 0.018***（3.02）

Time −0.145**（2.21） −0.167***（2.77） −0.149**（2.34） −0.151**（2.08） −0.059***（3.01）

Percent 1.025**（2.29） 1.047***（3.36） 1.035**（2.07） 1.048***（3.89） 0.318***（3.51）

Rent_Percent − 0.003***（2.89） − 0.002**（2.26） 0.001***（3.06）

Rent_ Age − −0.003**（2.37） − −0.003**（2.07） −0.001**（2.46）

I_Time − −0.29*（1.73） − −0.49*（1.68） −0.09*（1.88）

对数似然估计 −437.56 −534.81 −326.73 −419.25 −

样本量 782 782 782 782 782
　　注：（1）括号中的数字为 t 统计的绝对值；*、**、***分别表示在 10%、5%、1% 的可信水平下显著不为 0。（2）常数的估计值与相应的

标准误并没有实际意义，故在表格中没有列示。（3）由于版面限制，省略了部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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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选取如下：“当农户入股合作社清楚自己土地用于什么产业项目（QC）”，则该变量取 1，否则为

0。与表 1 相比，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无论是核心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统计符号和显著性均没

有明显变化，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分析了在政府脱贫目标的约束下，产业扶贫项目中农户的行为选择产生偏差的原因。

试图厘清政府的干预边界，同时进一步推及到更一般的产业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界

限。通过建立理性人选择下的最大化效用模型，讨论产业扶贫项目中农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因

素。首先，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如果能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则有利于提高当地农户参与

产业扶贫项目的意愿和参与强度，为自然禀赋条件缺乏的地区提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可行路

径。其次，农户禀赋差异决定了政府干预项目参与率将可能使部分贫困户面临更大的收入风险，

进而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产业扶贫项目的高风险溢价所带来的效用损失降低了贫困户对

致富项目高预期回报率的评价，贫困户因其抗风险能力低而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预期收入的

传统经营。最后，政府在产业扶贫项目上的干预可能以降低价格配置资源的效率为代价。政府

的干预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租金以及劳动报酬变化的敏感性。

上述结论对完善既定的产业扶贫政策有较强的含义：第一，政府在扶贫领域的干预是有边

界的。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如果能够约束在以降低经济活动交易费用范围内，则能实现扶贫政

策效率的帕累托改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以及考核标准的科学制定。而政府直接干预生

产环节的行为会造成扶贫资源的浪费。第二，针对贫困程度不同的地区，在脱贫的时间节点和绩

效水平上可以差别对待，如果强制要求禀赋特征较差的农户参与项目，其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反

而会产生新的收入分配问题。第三，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是弱化贫困户对农地就业、养老与生

活保障功能的依赖，也是提高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的关键。

因此，要实现扶贫政策的预期目标，需深刻理解贫困户的行为选择机制。如果扶贫政策的设

计不能有效预期贫困户的理性反应，政策推行的结果可能距离政策目标渐行渐远。2020 年全面

脱贫的刚性目标越来越近，单纯依靠经济力量的自我调整可能难以按期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表 2    稳健性检验

类别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采用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

Probit 模型 Tobit 模型 Probit 模型 Tobit 模型 Probit 模型 Tobit 模型

DUMgovt 0.024（1.47） 0.011（1.34） 0.016**（2.01） 0.015**（1.98） − −

QC − − − − −0.17***（2.66） −0.25**（2.03）

Rent 0.002*（1.71） 0.005*（1.69） 0.003（1.32） 0.011（1.25） 0.002*（1.71） 0.007*（1.69）

I 0.002*（1.83） 0.001*（1.91） 0.012（1.33） 0.027（1.11） 0.019（0.81） 0.023（0.73）

DUMdensity 0.032（0.65） 0.042（0.86） 0.03（1.12） 0.025（1.34） 0.016（1.33） 0.038（1.32）

DUMmarginal 0.09**（2.54） 0.088***（2.93） 0.074***（3.01） 0.061***（3.24） 0.058**（2.15） 0.033***（3.42）

Time −0.131**（2.22） −0.198***（2.83） −0.166**（2.53） −0.15**（2.09） −0.176**（2.38） −0.155***（2.94）

Percent 1.023**（2.79） 1.342***（3.51） 0.031（1.22） 0.014（1.61） 1.307**（2.48） 1.065***（2.99）

Rent_Percent − − − − 0.012**（2.25） 0.015***（2.69）

Rent_ Age − − − − −0.003（1.55） −0.007*（1.73）

I_Time − − − − −0.017*（1.88） −0.023*（1.84）

对数似然估计 −125.36 −174.91 −213.65 −275.44 −424.75 −516.82
样本量 195 195 195 195 782 782

　　注：收入组别的样本选择是根据总样本容量的四分之一分位数进行的，具体地，选取 0.25 分位数作为低收入参考点，0.75 分位数

作为高收入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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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对生产活动的干预就应运而生。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存在边界，在

这个边界上面临着降低交易费用与扶贫效率损失的平衡。如果跨越这个限度，意味着边际扶贫

效率损失大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如果小于这个限度，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对于降低交易费用的贡

献将更大，扶贫效率提升的速度就会更快。这说明地方政府对生产活动的干预行为要约束在降

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限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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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s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Deviation of Peasants’ Behavior Choic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Jin Yuan1,  Wang Shiyao2

(1. School of Finance,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2.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strong constraint of the goal of eliminating poverty by 2020, the results induced by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may no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inten-

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We incorporate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o the frame-

work of peasants’ rational choice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Our purpose is to analyze the reas-

ons for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easants’ behavior choice in in-

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Our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1) It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peasants’ willingness and intensity of

participation when the crop selection uses the inner marginal land. (2)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endow-

ment of peasants, the government’s compulsory in increasing the project participation rate will expose poor

households to greater income risks, which will result in a bigger income gap. Poor households tend to choose

the traditional operation with low risk and low expected income because of their low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3) Finally, the government’s compulsory intervention reduces peasants’ sensitivity to changes in price of the

land rent and the labor market.

　　Our main conclusions are: (1)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should expect the behavior selection mechan-

ism of poor households. (2)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vities faces a balance between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lo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That is, if the interv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can be restraine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t may be Pareto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We dis-

cuss the boundar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2) We clarify the im-

pact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peasants’ withdrawal behavior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3) It infers the cos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

ation projects. The government’s compulsory intervention may reduce peasants’ sensitivity to changes in

factor compensation.

Key word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articipation intensity； utility loss； poor choice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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